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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2007—2016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 上市公司年报文

本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

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风

险率, 有助于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基准结果仍然

成立, 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出

口产品存在异质性影响。 机制分析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 “信号效应” “研发

和生产率效应” 两组渠道降低企业出口风险率,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本

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持续时间的理解, 同时为提高企业出口

稳定性与国际竞争力, 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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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各类风险持续加剧。 一方面, 在中国内部由于人口

红利消失、 要素价格上涨等方面的冲击, 企业面临产能过剩、 成本上升等问题; 另

一方面, 在国际市场上外需不足、 国际公共安全问题、 民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尤其是 2020 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且反复不断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冲击,
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 这些内外部环境的因素均导致中国出

口增长乏力, 波动幅度增大。 在此背景下, 如何保持企业出口稳定增长成为日益重

要的问题, 通过增加企业在既有产品与出口市场上的出口持续生存时长, 提高企业

在出口市场上的存活率, 是中国维持出口稳定增长, 提升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重

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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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块链等 “ABCD” 技术的不断涌现, 数字

技术正逐步成为推动全球企业实现创新变革的关键角色, 运用数字技术有助于降低

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新优

势, 为提升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维持企业出口稳定

增长提供了可能。 为此, 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构建更加完

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明确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政

策文件, 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因此,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重视企

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探索数字化转型如何作用于企业出口的

稳步增长, 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虽然已有学者从多

个视角探索了数字化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洪俊杰等, 2022[1] ; 杜明威等,
2022[2] ), 但仍缺乏动态角度的研究。 本文基于国家大力提倡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

促进增长并提升价值的现实背景建立逻辑框架, 从 “信号效应” 与 “研发和生产

率效应” 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不足。 第二, 在研究意义上, 作为我国企业发展的新

动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 数字经济政策也在逐步深化。 但我

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对数字化转型能否给企业带来积极影响仍有所顾虑。 因

此, 本文通过实证证实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积极作用, 为政府制定相

关政策以及企业进行战略决策调整提供重要借鉴。

一、 文献综述

已有学者关注到数字化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早期研究主要在宏观层面

发现互联网能显著扩大一国的贸易规模 ( Freund
 

and
 

Weinhold, 2004) [3] , 随着异

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 学者们逐渐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证明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

的经济效应, 如互联网有助于创新型企业拓展出口市场 (Mostafa
 

et
 

al. , 2005) [4] ,
促进企业出口 (Ricci

 

and
 

Trionfetti, 2012[5] ; 李兵和李柔, 2017[6] ), 提升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 (叶娇等, 2018) [7] 等。 但是, 将互联网作为数字化领域的代表并不

具有全面性。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文献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的经济效应。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全球化时代, 各国经济竞争不断加剧, 实现经济

的进一步增长需要新动力, 数字革命为此提供了可能, 同时也为更多企业提供了进

入国际贸易市场的新机遇。 纵观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济效应的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起正面作用。 具体而言,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

生产率 (赵宸宇等, 2021) [8] 、 企业股票流动性 (吴非等, 2021) [9] 、 企业创新效

率 (杨水利等, 2022) [10] 、 企业绩效 (李琦等, 2021) [11] 、 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袁淳等, 2021) [12] 、 企业审计质量 (翟华云和李倩茹, 2022) [13] 、 企业发展质量

(武常岐等, 2022) [14] 。 然而, 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可能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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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jli 等 (2015) [15] 研究发现并非所有企业均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 Kretschmer 和

Khashabi (2020) [16] 发现, 部分企业的传统组织架构无法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前沿技

术, 从而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 吴非等 (2021) 提出企业的管理能力欠缺也有

可能导致数字化转型失败。 此外, 由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产生大量管理成本, 高昂

的转型成本可能会阻碍数字技术功能优势的发挥, 从而弱化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作

用。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出口效应。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扩大企

业出口 (易靖韬和王悦昊, 2021[17] ; 杜明威等, 2022), 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张晴和于津平, 2021) [18] , 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 (户华玉和佘群芝, 2022) [19] 以

及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杜明威等, 2022; 洪俊杰等, 2022)。
稳定一国企业出口是实现该国企业出口扩张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必要前提

(Reyes
 

et
 

al. , 2014) [20] , 相较于上述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出口及出口产品质量的

研究,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退出风险以及出口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

“生死” 问题 (胡馨月等, 2021) [21] 。 与出口概率、 出口规模等不同的是, 企业出

口持续时间反映一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上持续进行贸易的时间长度的动态变化, 企业

的出口产品持续时间越长, 越能实现其自身稳步增长。 然而, 传统贸易理论通常认

为, 两国间只要存在要素禀赋与生产率差异, 它们的贸易联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实际上, 国家间存在贸易关系的企业出现多次中断甚至中止贸易的情况是非常常

见的 (陈勇兵和李燕, 2012) [22] 。
国内外关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最先始于 Besedeš 和 Prusa (2006) [23] ,

其基于美国进口贸易数据研究了贸易关系持续时间问题。 此后, 学者主要从产品特

征、 企业特征与企业外部环境三个层面研究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在产品

特征层面,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创新程度 ( Chen, 2012) [24] 、 出口产品种类以及

出口核心产品的集中度 (戚建梅等, 2017) [25] 、 进口中间品质量 ( 李宏兵等,
2021) [26] 等视角考察其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在企业特征层面, 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在短期内是延续企业出口的核心因素 (叶宁华等, 2015) [27] , 企业互联网

技术 (胡馨月等, 2021)、 企业出口复杂度 (赵瑞丽等, 2017) [28] 、 企业家精神

(何有良和陆文香, 2018) [29] 也会影响其出口生存。 在企业外部环境层面, 最低工

资 (赵瑞丽等, 2016) [30] 、 政府补贴 ( 欧定余和田野, 2018) [31] 、 增值税改革

(李丹等, 2022) [32] 、 信息溢出 (刘慧和綦建红, 2018[33] ; 许和连等, 2018[34] )、
融资约束 (李宏兵等, 2016) [35] 、 贸易壁垒 (程凯和杨逢珉, 2022) [36] 、 双边政治

关系 (孙楚仁等, 2022) [37] 、 目的国制度 (谭智等, 2014) [38] 均会对企业出口持

续时间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 关于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之间的联系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 也已有大量

学者研究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但很少有学者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

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 企业出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沉没成本, 由此可能造成的

损失是企业的营业利润很难弥补的, 因此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信息搜寻能力, 缓解企

业面临的跨国信息不对称约束尤为重要, 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此提供了可能, 即数

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出口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重点对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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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机制与假说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 进入国际新市场的企业不会轻易退出, 否则需要付

出一定的沉没成本 (Rauch
 

and
 

Watson, 2003) [39] 。 然而, Besedeš 和 Prusa (2006)
以 46 个国家的企业为研究对象, 发现大量企业的出口中位生存时间不超过 3 年。
邵军 ( 2011) [40] 发现中国企业的中位贸易持续时间仅为 2 年。 陈勇兵和李燕

(2012) 指出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 3 年。 以上数据均表明企业的出口

持续时间较为短暂, 这无疑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不利于企业出口平稳增

长。 Arrow (1984) [41] 研究发现, 企业进出口贸易需要付出信息成本, 即由不确定

性带来的成本, 具体包括搜寻、 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信息不健全带来的损失。 数字

技术的发展则能有效缓解这些问题, 数字技术能解决企业与出口国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 大幅提高跨国信息沟通和市场搜寻效率, 降低企业在贸易过程中的 “冰

山成本” (Jones
 

and
 

Tonetti, 2020) [42] ,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对海外市场信

息的分析掌握与风险规避能力, 从而降低企业出口风险, 提高企业出口稳定性。 据

此, 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

时间。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 提高市场的积极预期。 一方面,

如何在庞大的信息流中精确提取所需信息成为投资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而作为

企业和投资者之间连接的桥梁, 分析师对企业信息的传递以及解读发挥着重要作

用。 与散户投资者相比, 分析师在信息指数级增长的时代具有专业的经验知识。 信

春华等 (2022) [43] 发现, 在数字化浪潮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

测质量。 而分析师对企业的解读则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 从而

优质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 另一方面, 证监会要求企业每年披露公司年报, 清

晰简明的年报降低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 王海芳等,
2022) [44] 。 但是, 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前无法高效地对大量内部信息进行分析

整合, 并且制作清晰简明、 通俗易懂的企业年报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人力, 从

而产生大量的成本。 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对企业内外部海

量、 不规律、 非结构化以及非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处理, 使其转化为规范、 结构化和

标准化信息, 从而有助于企业通过年报、 实际生产技术转型投资等形式向外界传

递积极发展的信号, 进而有助于媒体增加对企业的正面报道并提高积极预期, 而

这种市场形式的 “背书” 则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产生更高的预期, 从而加大企

业的资金投入。 分析师预测以及市场 “背书” 这两种形式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

降低, 加大了投资者的投资力度, 从而为企业提供了更充裕的资金, 企业用于生

产经营的人力、 资金、 技术等资源更丰富, 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降低企

业出口风险率,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 数字化转型存在 “信号效应”, 其通过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确定

性降低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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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赋能传统行

业, 使传统行业注入数字技术,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从而有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 进而提高生产率 (赵宸宇等, 2021)。 一方面, 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计算机

算法、 新技术应用等方式实现生产经营智能化, 将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信

息, 包括企业对产品的设计、 质量检测、 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等流程产生的大量数据

信息, 转化为有效信息并作用于企业的生产决策, 从而实现数据的信息匹配分析、 库

存管理以及产品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 将数字技术运用于生产、 决策过程也有助于

提高企业生产率, 从而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降低其出口风险率。 据此, 本文提出

假说 3。
假说 3: 数字化转型存在 “研发和生产率效应”, 其通过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降

低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三、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 (CSMAR)、 上市公司年报文本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 本文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的说明, 将变更

年份的 HS
 

8 位数代码进行匹配、 整合和统一。
鉴于上市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的准则体系, 同时部分数据在 2007

年才有相关统计, 本文采用 2007—2016 年期间的数据作为观测样本。 对上述数据

的匹配分为三个过程: (1) 使用处理后的企业名称进行匹配 (去除对匹配没有帮

助的词汇, 例如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等); (2) 使用公司传真后七位与

邮政编码进行匹配; (3) 使用电子邮箱进行匹配。 最终得到的样本包含 1380 家沪

深 A 股上市公司、 5722 种 HS
 

8 位数产品以及 73036 条观测数据。
(二) 企业出口生存时间

生存分析法通常采用生存率与危险率来描述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特征, 本文的

一个关键问题是将普通数据转化为适用于生存分析法的数据。 将企业—产品的出口

持续时间定义为一国企业从开始向海外市场持续出口某种商品直至出口中止所经历

的时间, 根据统计数据的特征, 一般以年为单位衡量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
若企业在样本观测期内因某种原因停止对外国市场出口该商品, 则将此定义为失败

事件。 由于生存分析数据存在左删截、 右删截以及样本观测期内多个持续时间段的

问题,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逐一进行处理 ( Besedeš
 

and
 

Prusa, 2006; 陈勇兵

等, 2012[45] )。
(三)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出口产品生存的特征事实

如表 1 所示,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 70. 09%的上市公司有 1 段出口持续时间,
23. 82%的上市公司有 2 段出口持续时间, 5. 57%的上市公司有 3 段出口持续时间,
而有超过 3 段出口持续时间的上市公司占比累积为 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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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段个数

个数 观测值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1 51
 

103 70. 09 70. 09

2 17
 

368 23. 82 93. 91

3 4
 

062 5. 57 99. 48

4 376 0. 52 100. 00

5 5 0. 00 100. 00

总数 72
 

914 100. 00 100. 00

为进一步分析企业的出口生存特征, 本文对样本观测期内, 企业的所有贸易关

系、 第一段贸易关系与只有一段贸易关系的出口持续生存时间长度进行统计。 其

中, 所谓的第一段贸易关系, 即企业第一次进入出口市场直至退出出口市场的贸易

行为。 由于企业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受到冲击退出市场之后, 也有可能会在国际市

场好转后重新进行出口, 即产生第二段贸易关系, 以此类推。 因此, 只有一段贸易

关系表现为企业在样本观测期内只进入一次出口市场直至退出出口市场的贸易行

为。 所有贸易关系是指样本观测期内存在多段贸易关系的企业, 本文将其视为相互

独立的贸易持续时间段来进行出口持续时间的统计。 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这三种

贸易关系的出口持续时间长度分布均多为 1—2 年, 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出口持

续生存时长较短, 该结论和现有研究企业出口持续生存时长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一致

(Besedeš  and
 

Prusa,
 

2006; 陈勇兵等, 2012)。

表 2　 所有、 第一段、 只有一段贸易关系样本的出口持续时间长度

持续时间

(年)

所有贸易关系 第一段贸易关系 只有一段贸易关系

观测值 百分比 (%) 观测值 百分比 (%) 观测值 百分比 (%)
1 48

 

050 65. 90 40
 

573 66. 26 33
 

488 65. 53
2 11

 

241 15. 42 9
 

032 14. 75 7
 

165 14. 02
3 5

 

029 6. 90 4
 

049 6. 61 3
 

382 6. 62
4 2

 

780 3. 81 2
 

225 3. 63 1
 

929 3. 77
5 2

 

024 2. 78 1
 

727 2. 82 1
 

592 3. 12
6 1

 

463 2. 01 1
 

341 2. 19 1
 

284 2. 51
7 1

 

276 1. 75 1
 

238 2. 02 1
 

212 2. 37
8 683 0. 94 683 1. 12 683 1. 34
9 368 0. 50 368 0. 60 368 0. 72

总数 72
 

914 100. 00 61
 

236 100. 00 51
 

103 100. 00

四、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HS
 

8 位数产品出口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
参考现有生存分析的方法, 本文采用 Cloglog 模型, 具体设定如下:

cloglog(1 - h( t, X it)) = α0 + α1 lnDigitalit + α2X it + μq + λp + γt + εik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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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下标 i 、 k和 t分别表示企业、 产品和年份。 h( t, X it) 为给定控制变量 X it

企业 i 在第 t 年出口产品 k 的风险概率。 lnDigitalit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数字化程度

取对数。 α1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用于估计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风险

率的影响, 若 α1 小于 0, 则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企业产品在出口市场面临的风

险, 即延长企业产品在出口市场的持续生存时间, 反之则相反; 若 α1 等于 0, 则表

示数字化转型不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X it 表示控制变量的合集。 μq、 λp、
γt 分别表示行业、 省份以及年份固定效应①。 εikt 为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 取值为 0 或 1, 代表贸易关系在第 t 年结束与否。 若

在样本观测期内能够观测到贸易关系结束, 则在当期定义为 fail (风险率), 且赋

值为 1, 其余年份赋值为 0; 若企业的贸易关系存在右删截, 即在样本观测期内无

法观测到企业退出出口市场, 则将企业每年的 fail 赋值为 0。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 (lnDigital)。 本文参考吴非等 (2021) 将企业数字化

转型分为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和大数据四类, 这四类也被概括为主流技术方向的

“底层技术运用” 以及数字化场景的 “技术实践”。 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基于 Python 的

爬虫功能对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 然后对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特

征词进行词频统计, 并对统计所得的词频数据进行加总, 从而构成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

系。 鉴于生存分析数据的特点, 本文对 2007 年数据进行了左删截, 图 1 展示了

2008—2016 年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随年份的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呈逐渐提

高的趋势, 这说明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 数字化转型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图 1　 2008—2016 年企业数字化转型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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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基于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文献, 本文将以下可能影响数字化

转型与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变量纳入计量模型: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政府补助、
资产负债率、 现金流比率、 要素强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 托宾 Q 值、 是否由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①。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风险率 58
 

547 0. 69 0. 46 0 1

数字化转型 58
 

547 2. 18 1. 20 0 6. 55

企业规模 58
 

547 22. 76 1. 75 17. 88 27. 96

企业年龄 58
 

547 14. 01 5. 51 1 49

政府补助 58
 

547 16. 60 2. 10 8. 20 21. 53

资产负债率 58
 

547 0. 51 0. 21 0. 01 1. 79

现金流比率 58
 

547 0. 04 0. 07 -1. 94 0. 49

要素强度 58
 

547 12. 40 0. 97 7. 86 16. 87

营业收入增长率 58
 

547 0. 18 0. 51 -0. 81 14. 30

托宾 Q 值 58
 

547 1. 80 0. 99 0. 89 13. 60

是否由四大审计 58
 

547 0. 16 0. 37 0 1

五、 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4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

风险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即假说 1 成立。 现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增加

企业贸易额, 然而这种贸易额的增加到底是由单次贸易频次增加, 即企业出口密度

的增加带来的, 还是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更稳定的贸易关系引起的持续贸易额

的增加带来的, 并无从得知。 这说明贸易额的增加无法反映企业贸易的稳定性。 而

本文的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稳定性, 更稳定的贸易关系则

意味着企业不需要频繁进入退出出口市场, 这会降低企业的固定投入与沉没成本,
从而进一步促进贸易额的提高 (林常青和张相文, 2016) [46] 、 出口市场的扩张

(林常青和许和连, 2017) [47] 和出口新市场的开拓 (陈勇兵等, 2014) [48] 。
(二)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本部分进行如下检验: 第一, 采用 Probit 模
型和 Logit 模型在全样本、 只使用第一个出口持续时间段和只使用单个出口持续时间段

的不同样本下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二, 剔除金融危机年份 2008 年再进行生存分析。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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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考袁淳等 (2021) 测算数字化转型, 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四,
考虑等比例风险假设不满足的情形, 引入加速失效模型 (AFT)。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

果均证明了数字化转型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这一结论是稳健可靠的①。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数字化转型
-0. 2529∗∗∗ -0. 1843∗∗∗ -0. 0353∗∗∗

( -54. 4668) ( -34. 8005) ( -5. 0464)

企业规模
-0. 2017∗∗∗ -0. 0168∗

( -31. 5357) ( -1. 6510)

企业年龄
-0. 0559∗∗∗ -0. 0090∗∗∗

( -50. 3285) ( -5. 6821)

政府补助
0. 0223∗∗∗ 0. 0168∗∗∗

(5. 9299) (3. 0482)

资产负债率
0. 9817∗∗∗ 0. 3515∗∗∗

(27. 0828) (7. 4527)

现金流比率
-0. 1781∗∗ -0. 3433∗∗∗

( -2. 3089) ( -3. 5100)

要素强度
-0. 0303∗∗∗ -0. 0267∗∗∗

( -4. 9918) ( -2. 8740)

营业收入增长率
-0. 0820∗∗∗ 0. 0393∗

( -6. 2243) (1. 8611)

托宾 Q 值
-0. 3335∗∗∗ 0. 0227∗∗

( -41. 0122) (2. 4706)

是否由四大审计
-0. 0390∗ -0. 1908∗∗∗

( -1. 6847) ( -5. 8699)

常数项
0. 7165∗∗∗ 6. 0804∗∗∗ 1. 6892∗∗∗

(64. 7532) (43. 9902) (7. 8304)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N 58
 

547 58
 

547 47
 

942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三) 内生性问题

1. 工具变量

本文认为企业可能会因出口产品风险率降低、 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延长而获得更

大效益, 进而增加信息技术等软硬件投入并具备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即企业出

口产品持续时间延长有可能反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因此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

题。 为了尽可能缓解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 本文参考姜英兵等 (2022) [49] ,
选取城市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和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进行验证。 结果如表 5 第 (1) — (4) 列所示, 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条件, 证实

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 再次验证了假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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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从理论上来说, 城市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和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会

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从而间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 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工

具变量通过影响数字化转型以外的其他途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的可能性, 即工

具变量很难达到完全外生的理想状态。 而针对工具变量无法严格满足外生性要求的情

形, 本文借鉴 Conley 等 (2012) [50] 的方法, 使用工具变量 “近似外生” 框架①。
2. Heckman 两阶段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之间的负向关系有可能受到样本自选择问题

的影响。 这是因为, 由于进行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 人才和技术, 而部分企

业在这些方面较为匮乏。 此外, 部分企业还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可能提高企业商业机

密与工作机密泄露的风险。 因此, 数字化转型可能并非是企业随机进行的, 而是企

业在选择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前利益权衡的结果, 即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存

在自选择问题。 针对该问题, 本文参考张吉昌和龙静 (2022) [51] 采用 Heckman 两

阶段法予以解决。 表 5 第 (5) 列为 Heckman 两阶段法的回归结果, 表明在考虑了

潜在的自选择问题后,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显著负相关。

表 5　 内生性问题处理

变量
(1) (2) (3) (4) (5)

数字化转型 风险率 数字化转型 风险率 风险率

人均邮政业务收入
　 0. 1799∗∗∗

(23. 7920)

互联网普及率
　 0. 0942∗∗∗

(12. 2172)

数字化转型
　 -0. 1987∗∗∗ -0. 3475∗∗∗ -0. 0349∗∗∗

( -2. 7274) ( -2. 6092) ( -4. 8417)

逆米尔斯比率
0. 2512∗∗∗

(4. 1673)

常数项
3. 5884∗∗∗ 1. 9484∗∗∗ 0. 6525∗∗∗ 2. 0575∗∗∗ 1. 5071∗∗∗

(21. 0643) (8. 4180) (5. 3650) (8. 5221) (6. 56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F 值 418. 40 433. 38

N 55
 

685 46
 

734 56
 

518 46
 

872 45
 

374

(四) 异质性检验

1.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鉴于企业生产率差异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 本文参考洪俊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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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的研究结果, 按照基期企业生产率将生产率排名前 1 / 3 的企业划分为高生

产率企业, 其余则划分为中低生产率企业。 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6 第 (1) 列, 数

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高生产率和中低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风险率, 但对高生产率

企业的作用更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 高生产率企业的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较高, 且

同行业企业间竞争激烈, 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来抢占市场, 而数字化转型恰好成为一

个契机, 企业通过迅速将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经营中来提高生产率。 而中

低生产率企业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相对较弱, 进行数字化转型可能导致其面临更高的

风险, 如增加企业前期投入成本, 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率。
2. 企业规模异质性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资金、 人才等资源方面存在差异, 企业规模在企业数字化选

择与转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按照员工人数是否大于等于 499 人将样本分

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6 第 (2) 列, 数字化转型显著降

低大型企业的出口产品风险率, 而对中小型企业的作用不显著。 这是由于大型企业

拥有较为充足的资金、 人才、 技术等资源, 对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规划较为清晰, 能

迅速应用数字化成果, 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 这也体现了企业的规模效应,
即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容易发挥数字化的潜力。

3. 地区异质性

由于企业所在地区不同, 企业数字化发展所面临的经济基础存在差异, 因此,
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地区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6 第 (3) 列, 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产品风险率,
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作用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 东部地区企业的科学技术较为发

达, 并且现代工业集聚于东部地区, 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主观意

愿更强烈, 因此企业需要将转型后的技术运用到生产经营中, 快速地将其转化为生产

力, 提高产品竞争力, 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
4. 产品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分为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6 第 (4) 列, 可以发

现, 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风险率, 但对中间品的作用更显

著。 可能的原因是,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 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与市场

规模优势较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从事产品制造的加工装配环节, 而随着人口

红利的消失, 人力成本不断提高, 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增加机器作业进而减少雇佣劳

动力的数量, 同时企业应用数字技术以及工业技能化可以达到 “机器换人” 的效

果, 以替代部分重复性以及程序化的低端劳动力, 从而较快地提高中间品的生产效

率。 对资本品而言, 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品发挥替代效应的前提是资本深化, 而资本

品的生产依靠大量的资金投入, 并且资本品的投资见效较为缓慢, 即只有当数字化

转型达到一定深度时, 才有可能触发替代效应, 故短期内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资

本品的作用快速转为生产率或产能方面的竞争力不如中间品明显。 因此, 数字化转

型对中间品出口风险率的作用更为显著, 从而延长了企业出口中间品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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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高生产率企业×数字化转型
-0. 0445∗∗∗

( -4. 8474)

中低生产率企业×数字化转型
-0. 0235∗∗∗

( -2. 9469)

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
-0. 0371∗∗∗

( -5. 2730)

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
0. 0010

(0. 0618)

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
-0. 0442∗∗∗

( -5. 9538)

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
0. 0152

(0. 9701)

中间品×数字化转型
-0. 0310∗∗∗

( -3. 8555)

资本品×数字化转型
-0. 0177∗∗

( -1. 9810)

常数项
1. 3612∗∗∗ 1. 6532∗∗∗ 1. 6981∗∗∗ 1. 6913∗∗∗

(5. 6754) (7. 6505) (7. 8608) (7. 16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45
 

868 47
 

942 47
 

942 38
 

709

六、 机制分析

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52] 的中介模型, 进一步验证数字化转型延

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内在机制。 根据理论分析部分的阐述, 企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后可能会提高内部的生产效率和研发投入, 并降低企业面临的市场信息不对称

程度, 进而通过 “信号效应” 与 “研发和生产率效应” 两条渠道降低企业出口产

品风险率。
首先,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其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本文参考

吴非等 (2021), 以分析师关注度和网络正面报道来衡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 数据分别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 CNRDS)。 其次,
本文参考胡馨月等 (2021), 以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研发投入来表示企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后获得的生产率和研发效应。 其中, 全要素生产率借鉴 Levinsohn 和 Petrin
(2003) [53] 的方法进行测算, 研发投入以企业的研发支出和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

表 7 的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的数字化技术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增加投

资者的积极交易, 从而降低企业在出口市场上可能面临的资金不足等风险, 延长企

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后能够有效提高

研发投入, 并且在加入研发投入这一变量之后, 数字化转型系数的绝对值减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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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企业出口产品风险率,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

持续时间, 假说 2 和假说 3 成立。

表 7　 机制分析———信号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风险率 分析师关注度 风险率 风险率 网络正面报道 风险率

数字化转型
　 -0. 0353∗∗∗ 　 　 0. 1659∗∗∗ 　 -0. 0299∗∗∗ 　 -0. 0353∗∗∗ 　 　 0. 0807∗∗∗ 　 -0. 0311∗∗∗

( -5. 0464) (44. 3035) ( -4. 1877) ( -5. 0464) (24. 5649) ( -4. 4224)

分析师关注度
-0. 0302∗∗∗

( -3. 8047)

网络正面报道
-0. 0532∗∗∗

( -5. 6890)

常数项
1. 6892∗∗∗ -7. 2723∗∗∗ 1. 4509∗∗∗ 1. 6892∗∗∗ -7. 6409∗∗∗ 1. 3126∗∗∗

(7. 8304) ( -67. 6273) (6. 4578) (7. 8304) ( -80. 9785) (5. 818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7
 

942 58
  

547 47
 

942 47
 

942 58
 

531 47
 

920

表 8　 机制分析———研发和生产率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风险率 生产率 风险率 风险率 研发投入 风险率

数字化转型
　 -0. 0353∗∗∗ 　 　 0. 0371∗∗∗ 　 -0. 0273∗∗∗ 　 -0. 0353∗∗∗ 　 0. 0024∗∗∗ 　 -0. 0227∗∗∗

( -5. 0464) (22. 1191) ( -3. 7715) ( -5. 0464) (19. 2648) ( -2. 7959)

企业生产率
-0. 1013∗∗∗

( -5. 5900)

企业研发投入
-0. 5883∗∗

( -2. 0526)

常数项
1. 6892∗∗∗ -4. 2686∗∗∗ 1. 0823∗∗∗ 1. 6892∗∗∗ 0. 1082∗∗∗ 1. 4667∗∗∗

(7. 8304) ( -88. 0391) (4. 5403) (7. 8304) (29. 2745) (5. 79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7
 

942 55
 

979 45
 

868 47
 

942 47
 

353 37
 

193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7—2016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 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

库和 CSMAR 数据库, 就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

研究。 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显著延长了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且该作用在高生

产率企业、 大型企业、 东部地区企业和出口中间品企业中更为显著。 进一步地,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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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增加网络正面报道的 “信号效应” 渠道, 以及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投入的 “研发和生产率效应” 渠道, 延长企业出口

产品持续时间。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稳步增长以及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战

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方面, 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部

署, 加快推进数字化与实体企业的融合, 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 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信息搜寻能力并促进企业的投资者积极交易, 以提高

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延长企业出口产品的持续时间。 另一方面, 政府在

制定数字化政策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 应该因企施策、 循序渐进, 同时

应大力推进高生产率企业、 大型企业、 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主要生产中间品的企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 并使这些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通过 “研发和生产率效应” 惠及

并带动中低生产率企业、 中小型企业、 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主要生产资本品的企

业, 逐步使全产业链、 所有地区的企业获得政策红利, 推动中国出口企业高质量增

长并增强企业的出口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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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Database
 

of
 

Annual
 

Reports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CSMAR
 

Database
 

from
 

2007
 

to
 

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n
 

the
 

duration
 

of
 

export
 

products
 

of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We
 

fi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export
 

risk
 

rate
 

of
 

enterprises
 

and
 

extends
 

the
 

duration
 

of
 

their
 

export
 

product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our
 

benchmark
 

results
 

remain
 

unchanged.
 

Moreover,
 

there
 

are
 

heterogeneous
 

effect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firm
 

siz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ocations,
 

and
 

export
 

produc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duces
 

the
 

export
 

risk
 

rate
 

and
 

pro-
longs

 

the
 

duration
 

of
 

export
 

products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wo
 

channels,
 

namely
 

the
 

“sig-
naling

 

effect”
 

and
 

the
 

“R&D
 

and
 

productivity
 

effect” .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ort
 

duration,
 

and
 

pro-
vides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export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
prises,

 

and
 

promoting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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